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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阐述了冷战前期泰国华侨政策的演进过程，并着重探讨美国冷战政策在其中所起

的作用。冷战时期，泰国历届政府采取反共亲西方政策，明显影响其到对华侨的态度。二战后初期，

泰国华侨的处境尚好。但随着中国革命胜利以及泰国亲美外交路线日益明确，泰国当局开始打着反共

旗号限制和排斥华侨。万隆会议前后，泰国外交立场一度表现出某些中立主义色彩，中泰关系也有所

缓和。受此影响，泰国华侨政策明显趋向温和，华侨境遇有所改善。乃沙立政变上台后，泰国亲美立

场持续强化，当局又开始推行严厉的排华措施。乃沙立时代后期，泰国的华侨政策又开始向温和同化

的立场转变。冷战前期，泰国华侨政策的驱动力虽然主要来自其内部，但亚洲冷战这一国际政治因素

对于该政策的具体呈现却起着巨大的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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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iland’s changing policy 

on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old War. After World War II, soverseas Chinese in 

Thailand had a relatively easy life.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Thai pro-

US diplomacy becoming clearer, the Thai authorities began to restrict and exclude Chinese in the name of 

anti-communism. Aroun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hailand’s diplomatic stance was once again neutral 

and the Sino-Thai relationship improved, after which the Chinese were treated better under a moderat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Subsequent to the Sarit Coup, Thailand reaffirmed its pro-US stance and resumed 

measures to exclude overseas Chinese. Throughout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old War the driving force of 

Thailand’s overseas Chinese policy mainly came from within, bu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haping th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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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原名暹罗，1939 年改名为泰国，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一度恢复暹罗的旧称，1949 年后再次改

称泰国。战后初期，泰国华侨总数估计在 300 万人左右。一般认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泰国华人

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堪称华人与原住民友好相处的典范”。这种情况的发生，“既缘于中国政

府正确的外交政策，也有赖于泰国政府宽松的同化政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历史的、文化的渊源”。［1］

此说固然不错，但以这样宏大的视角去观察二战后泰国的华侨问题却未必合适。在那个时候，泰国

华侨政策的演变深受冷战格局的影响。至少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泰国在外交上选择的是反共亲

西方路线。泰国当局尤其热忠于泰美关系的培育和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对美国鞍前马后，有求必应。

这一时期，泰国政府对华侨的限制和排斥与此种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并与美国自身对东南亚的华侨

政策遥相呼应。A不过，泰国在华侨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十分一致，时而宽松，时而严厉，并随着中

泰关系的互动而演绎出一条复杂的曲线。目前，学术界在此问题上主要关注泰国华侨政策某些方面

的具体内容，而缺乏对该政策阶段性演变的宏观把握，尤其忽视了国际政治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例如在銮披汶·颂堪（Phibun Songgram）和乃沙立·他纳叻（Sarit Thanarat）两任政府掀起的排华浪

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隐秘角色，至今尚未得到详细揭示；而中国和平共处外

交对泰国华侨政策的影响也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B本文利用有关各方资料，尤其是美国解密外交

档案，系统阐述冷战前期在国内外因素交织推动下泰国华侨政策的演进过程，并着重探讨美国冷战

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既能深化泰国华侨史的研究，也有助于拓展亚洲冷战史的研究领域。

一、战后初期泰国国内外形势与华侨政策

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两年里，泰国政局由乃比里·帕侬荣（Pridi Phanomyong）及其“自由泰”

运动所主导。这一时期泰国华侨所受待遇相对较好，各方面的发展基本不受限制。这既得益于“自

由泰”政府的民主倾向，也同当时泰国自身的处境息息相关。有学者已经指出，泰国在二战期间与

日本合作的不光彩历史，使得它在战后想要加入联合国，进而融入由战胜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其实

是有困难的。中国做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泰国需要争取的对象。［2］这是战后初期泰国

对华侨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1946 年 1 月 23 日，泰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暹友好条约》。该约明确

规定：任一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境内，可“依照彼缔约国之法律章程，享有旅行、居住与从

事各种职业及经营工商业之权利”以及“设立学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3］受此鼓舞，泰国侨社迎

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侨校的恢复与新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当局对华侨管制的放松，各地侨社捐资办学的热

情空前高涨，一大批华侨学校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 1946 年底，泰国侨校已达 500 所以上，一

A 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侨的政策，参见刘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

遏制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B 在国内既有研究成果中，《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以及《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两书均从

同化政策、国籍政策、华文教育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介绍了泰国华侨的相关情况。大陆其他学者、台湾学界

以及部分泰国华人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涉及该问题的论著，不过大都比较简略。尽管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冷战格

局与泰国华侨政策之间的关联，但并未加以详细论证。西方学术界有关战后泰国华侨政策的成果亦不少，但同

样存在上述不足。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敏锐地注意到亚洲冷战对泰国华侨华人的影响，并在他的经典之作《泰

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一书中有所体现。然而，该书出版年代较早，未能利用相关国家的内部档案，从而

也就无法揭示某些具体的历史过程。参见：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州华侨研究会编著：《战后东南亚国家的

华侨华人政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廖小健：《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5 年；华侨志编纂委员会：《泰国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 年；华侨崇圣大学泰中研究

中心：《泰中研究》（泰国华侨华人史第 2 辑），泰国北揽府：华侨崇圣大学泰中研究中心，2004 年；洪林、黎道

纲：《泰国华侨华人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年；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7； Tong Chee Kiong & Chan Kwok Bun eds.， 
Alternate Identities : the Chinese of Contemporary Thailand, 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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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华侨中学也相继重建，泰国华侨教育由此进入全盛时期。A在出入境管制方面，尽管泰国在 1947

年把华人移民配额限定为每年不超过 1 万人，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不超 200 人来说尚属宽容，况且华校

所需中小学教师还不必算在配额之内。更能说明问题的，则是泰国对华侨从事政治活动的态度。比

如 1947 年 10 月，国民党在泰国侨社举行了国会代表选举。虽然泰方事先明确表示反对，但在选举过

程中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加以阻止。这一时期，泰国对中共、民盟等其他中国政党在泰国侨社的活动

也并未施加过多的干预。B

1947 年 11 月，泰国发生军事政变，“自由泰”政府被推翻，銮披汶重返权力舞台并于翌年 4 月

出任总理。銮披汶一向仇视华侨，他在二战前首次担任总理时就实施过一系列严厉的排华措施。参

与政变的其他军方领导人也都倾向于排斥华侨。1948 年 3 月，《骑兵》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反映了军

方观点。该文标题为《惊慌失措的民众与放鞭炮的华人》。文章不仅嘲讽华人的个人习惯，还指责他

们不忠诚和不愿意同化，并且攻击他们结成的社团像政府那样运作。［4］受此影响，政变当局很快就

改变了“自由泰”政府在华侨问题上的温和立场，使得泰国华侨的处境急转直下。

首当其冲的就是华侨学校。1948 年 6 月 15 日，泰国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包围泰国华侨教育协会和

南洋中学等机构，以“秘密结社、非法募捐”之名逮捕了 53 人，是为“六·一五”事件。［5］以此为

开端，一系列取缔华校的行动接踵而至。仅 1948 年，全国各地被查封的华侨学校就将近 100 家。尽

管国民政府以泰国违反《中暹友好条约》为由提出抗议和交涉，但毫无结果。为了进一步限制华校

发展，当局还接二连三地抛出各种规章制度，使得华校稍有不慎即遭取缔命运。［6］1949 年，泰国政

府还把华侨每年的入境配额从之前的 1 万人大幅削减为 200 人，同时规定，所有华侨之入境、出境、

重新返泰、短期居留、过境签证等手续与所有一切外侨相同。这项规定影响重大，华侨大规模移民

泰国的历史自此结束。［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銮披汶政府对华侨的限制和排斥并不区分他们在政治上是亲共产党还

是亲国民党。比如在“六·一五”事件中，被逮捕的华侨及被关闭的华校基本是亲共的。而在 1949

年初，位于清迈的清华学校也遭到关闭，该校是亲国民党的。在这次事件中，当地 60 名亲国民党分

子被一同逮捕，理由是他们不按规定募集资金。然而，当地亲共产党的星盛学校却没有受到干扰。［8］

显然，这种不分左右，对华侨一律打击的做法，主要是受泰国当局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所驱动，但

它与这一时期泰国的外交立场实际上也是桴鼓相应的。

战后初期，泰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国际上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而避免与某一个国家

走得太近。比如说，泰国愿意在商业领域与英国发展关系，但拒绝在军事上与之密切合作。在处理

同美、苏两国的关系上，泰国一方面寻求美国的援助和外交支持，但另一方面又与苏联保持适当的

关系。［9］1946 年 10 月，“自由泰”政府还应苏联之请，正式废除了 1933 年颁布的防共条例，使得泰

国共产党暂时获得合法身份。［10］当銮披汶重返政坛时，东西方冷战风起云涌，其向东南亚扩展的态

势已隐约可见。不过，銮披汶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是对泰国的一种威胁。1948 年 7 月，他对报界表示

有意压制泰国共产党的活动，但他同时又强调共产党对泰国并不构成即刻的威胁。他说共产主义对

泰国人没有吸引力，因为信奉佛教的泰国人难以接受主张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11］迟至 1949 年 3 月，

他还表示泰国并不存在势力强大的极端左翼政党，他的政府也不打算取缔共产党。［12］

相对于共产党问题，銮披汶更关心如何获得外界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这对于靠政变起家的

A1932 年泰国政变后，当局开始严厉执行过去颁布的《民立学校条例》及《强迫教育条例》，制造各种借

口，大规模封闭侨校，意图强制同化华侨子女。到 1940 年，全泰国已无一所侨校存在。参见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泰国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 年，第 93~94 页。

B也有观点认为，泰国之所以放任中共及国民党在侨社的活动，是希望二者在相互敌对中两败俱伤，以收

对华侨分而治之的功效。参见华侨崇圣大学泰中研究中心：《泰中研究》（泰国华侨华人史第 2 辑），泰国北揽府：

华侨崇圣大学泰中研究中心，2004 年，第 164~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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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说尤其重要。而此时正是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方式向其盟友大量抛洒美元之际，这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只是美国的援助不是平白无故的，只有那些坚决反共的国家才有资格申请。銮

披汶知道这一点。早在 1947 年初，他就试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反共人士。在与西方媒体或外交官谈

话时，他总会刻意强调自己对共产党的厌恶。1948 年 6 月 25 日，当一些美国外交官在曼谷举行会

议，研讨东南亚形势及美国对泰国政策时，銮披汶就不失时机地在英文报纸《曼谷邮报》上发表声

明，宣称泰国将坚守反共立场。这些做法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在美国人心中慢慢塑造出一个反

共分子的形象。与此同时，銮披汶开始频繁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根据丹尼尔·法恩曼的研究，仅

在 1947 年 12 月到 1948 年 10 月间，銮披汶至少四次要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13］然而，此时美国

虽然已经意识到泰国在东南亚冷战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但对銮披汶本人却充满了疑虑，对他的援

助申请反应冷淡。尽管如此，銮披汶愈益亲美的外交立场为泰国华侨政策向反共方向发展埋下了 

伏笔。

二、銮披汶倒向西方阵营对泰国华侨政策的影响

美国最初对銮披汶的冷淡，既源于他军事强人的身份及政变上台的背景，也是对其反共动机的

怀疑。有学者指出：“泰国政治人物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主要关心如何利用这个问题来诋毁其政治对

手，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政敌说成是共产党。”［14］1949 年 8 月，銮披汶宣称：他想邀请东南亚各国

代表到曼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一下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共产党威胁。听闻此种消息，美国既感兴

奋又满腹狐疑。9 月 1 日，在发往驻泰国使馆的电报中，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分析说：

这可能是泰国多年来第一次在国际政治议题上表现出鲜明姿态，此前该国在这类问题上通常是耍两

面派的。但艾奇逊又担心銮披汶此举只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非真心对抗共产党。［15］显而

易见，如果要取得美国的信任获得援助，銮披汶必须付诸更有实际意义的行动。

1950 年 2 月 28 日，銮披汶不顾内部反对意见，执意承认了法国卵翼下的印支三国傀儡政权。A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泰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从此，泰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阵营。除了

追随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之外，泰国还应美国要求积极参加朝鲜战争，并在其他各种国际场合支持

美国，反对中国。应当指出，泰国国际立场此番巨变仍然是一种见风使舵的投机主义行为。銮披汶

之所以投入反共阵营的怀抱，主要是想获得西方对泰国安全的保障以及源源不断的美国援助，这也

是他在泰国国内政治中稳固自身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B

披銮汶对美国的“诚意”终于获得回报。1950 年 3 月初，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国务院主张

立即对泰国进行军事援助，因为“泰国政府已经公开宣布自己反对共产主义，并且正在寻求与那些

反共国家结为盟友。泰国需要军事援助以对付共产党的进攻”。［16］杜鲁门很快就同意了这份报告。

1950 年财政年度，美国即批准向泰国提供 1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军还在泰国派驻技术小组，以

帮助泰国军队按照美军模式进行重组和训练。［17］1950 年 10 月 17 日，《美泰共同防卫援助协定》在曼

谷签字，泰国正式成为美国军事援助对象国。

美国之所以大幅度转变对銮披汶的态度，除了他在反共道路上终于迈出实质性步骤之外，也同

A美国认为，亚洲国家承认印支三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承认可以说明这三个政权的确是民族

主义运动的成果，而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那样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为此，美国动用外交资源，试图劝说尽可

能多的亚洲国家承认印支三国。但除了泰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态度大都以消极为主，他们认定这三个政权就是

法国的傀儡。参见“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March 29， 1950，FRUS, 1950， Vol.6， p.770。

B 銮披汶对新中国的忌惮亦是他选择倒向西方的一个原因。他之所以拒不承认新中国，不仅是为了与西

方保持一致，也是着眼于国内的华侨问题，因为他不愿意给强大的新中国任何机会来施展其对泰国华侨的影

响。同样的道理，泰国之所以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关系，也不仅是出于反共，更是因为台湾自身实力衰弱，并

无 能 力 在 华 侨 问 题 上 对 泰 国 施 加 压 力。 参 见：Anuson Chinvanno，Thailand’s Policies towards China,1949-54， 

Basingstoke：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2，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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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泰国形势的判断有关。在美国人眼中，泰国周边地区正陷入共产党势力的渗透和掌控。［18］而

泰国境内的 300 万华侨更被美国人视为心头大患。虽然泰国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加速华侨同化，如

削弱华侨经济的影响，限制华侨从事职业的种类，控制华侨学校和社团，缩减中国移民入境配额等，

但美国认为这些政策并不是很成功。在美国人看来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在泰国侨社的影响力正在

急速衰退，而中共则利用华侨待遇问题发起宣传攻势，指责泰国屈服于西方帝国主义。总之，“随着

共产主义影响在华侨中不断扩大，泰国的华裔少数民族正在构成日益严峻的问题”。［19］

然而，在华侨问题上泰国政府的思维方式与美国显著不同。銮披汶主要是从民族沙文主义立场

出发，刻意打击和排斥华侨，禁止华侨从事政治活动。在此过程中，并不区分华侨的政治倾向，也

不关注华侨问题与美国“反共事业”的关联。例如 1952 年 1 月，泰国突然把外侨随身证例费从 20 铢

上涨到 400 铢。虽然该规定名义上是面向所有外籍人，但华侨一直占泰国外籍人的大多数，因此，该

规定实际上就是针对华侨，明显是要通过压榨华侨以提高政府收入。这项法令大大增加了广大华侨

的经济负担，导致侨社怨声载道。西方驻泰国外交使团普遍认为这项政策是愚蠢的，“它只会有利于

共产党在华侨中的宣传攻势”。美国使馆明确指出，该法令会增加华侨对泰国政府的怨恨，损害华侨

与当局合作的意愿，进而加强他们反政府及同情共产党的倾向。这显然不利于西方的冷战政策。［20］

不过，随着泰国对美援的依赖不断加深，美国对泰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力也在增强。在此背景下，泰

国华侨政策逐渐朝着反共的方向发展。

1952 年底，銮披汶在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共风暴。在这次风暴中，警方共逮捕了 900 多名共

产党嫌疑分子，其中大多数都是华侨。但是，这些被捕人士中，最后真正被起诉的只有大约 42 人。［21］

这足以说明这次行动根本就是捕风捉影。銮披汶自己也承认：指控这些人是共产党，主要是靠审讯

得来的供词，而并非确凿的证据。［22］尽管如此，美国对这一轮反共行动仍然欢欣鼓舞。美驻泰国大

使爱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评论说：“经过四年空洞的反共许诺后，这些逮捕行动可能是第一

个重要的实例，它们表明泰国已经在执行真正强有力的反共计划了。”当时有舆论认为，泰国这次行

动是受了英国和美国官员的影响。虽然斯坦顿并不承认这一点，但在他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却明确

提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去鼓励泰国政府继续推进目前的反共行动，但是又不能让人觉得泰国的

行动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23］这次行动也让銮披汶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稳固下来。

1952 年 11 月，泰国重新颁布的《防范共产党行为条例》，更让美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该

条例授予泰国政府镇压共产党活动的一切权力，而此前泰国官员总是借口说他们权限不足。［24］然而

在后来的实践中，泰国的反共政策却日益表现为对华侨，尤其是对左翼进步华侨的打击和迫害。就

銮披汶而言，打着反共的旗号打击华侨，不仅可以向美国人邀功请赏，同时也能让激进的排华措施

显得冠冕堂皇。这实在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于是銮披汶得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反对共产党

就等于反对华侨。而防共条例就是反对华侨的一件合法外衣。

条例颁布不久，当局就派警察包围了左翼的《全民报》社，逮捕数十名工作人员，吊销印刷执

照，封存机器，迫使该报停刊。［25］其他一些左翼华文报纸也相继遭到整肃。不仅是侨报侨刊，这一

时期泰国对华侨教育的限制也更趋严格。例如对华文教师的泰文学历，此前规定是两年内须考取 4

年级文凭，到 1953 年改为必须一年内考取，而华文教师的履历也须送交公安局审查。［26］1954 年 7 月，

教育部长还命令曼谷的华侨学校解雇 152 名教师，说他们是共产党同情者。［27］这些措施的出台，既

是为了加快华人同化的步伐，也是出于反共考虑。当时一些有权势而对中国认识不深的泰国政治家，

就以“中文是共产国家的语文”和泰国实施防共条例为由，竭力主张限制中文教育。在经济上，泰

国对华侨的排斥亦在不断加码。继 1952 年颁布新的《保留职业法令》后，泰国又把打击的领域转向

侨汇。当局以防共条例为借口，说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供给侨批外汇，就等于是资助共产党。

此后，受制于严格的外汇管制，华侨汇款回家变得越发困难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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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隆会议后泰国华侨政策的松动

泰国从 1952 年底开始掀起的反共及排华风暴，虽然是其投身反共阵营、积极追随美国的结果，

但也与其国内的军人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这种斗争的发展最后威胁到銮披汶本人。为了巩固

自己的地位，他在国内发起政治民主化运动，在对外政策上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同时尝试改善

泰中关系。而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也充分表明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泰国友好往

来。作为这一系列政策变动的副产品，泰国华侨迎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

在当时的泰国政坛，乃炮·是耶暖（Phao Siyanon）和乃沙立都是握有武装的实权人物，銮披汶

依靠在二者之间搞平衡勉强维持着总理职位。1955 年 4 月到 6 月间，銮披汶对西方国家的广泛游历

使他认识到政治民主化可能是稳固自身地位的唯一出路。回国不久，他便宣布政党合法、反对军人

经商、允许民众批评政府等改革措施。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日益感受到中立不结盟思想在泰国的巨

大影响以及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銮披汶明白，继续维持僵硬的亲美反共立场，既不利于

泰国的国际地位，也不能帮他赢得民心。［29］就泰中关系而言，銮披汶此前的反华政策也并非立足于

坚定的反共信念，而只是基于某种利益计算的政治现实主义。这就为泰国在特定条件下重新评估泰

中关系，改善对华政策留下了空间。而中国的和平外交姿态则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 1955 年 4 月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与泰国外长旺亲王进行了友好互动，强调中国愿与

泰国和平共处。周恩来向对方保证，中国决不向泰国进行任何侵略和威胁，还说在中泰两国未建交

以前，泰国就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云南省实地考察。［30］针对泰方的几点疑虑，周恩来逐一进行了澄

清。比如中国在云南建立傣族自治州并非用来颠覆泰国；中国给予乃比里政治避难但不支持他从事

反政府活动；中国不会利用华侨搞颠覆等。特别令旺亲王感到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提出泰国参

加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31］中国的友好姿态让銮披汶政府印象深刻，并给予了积极回

应，两国关系很快升温。1956 年 5 月，泰国废除了与中国非战略物资贸易的禁令，同时取消限制泰

国人民赴华的命令。受此鼓舞，从 1956 年至 1958 年 10 月，赴华访问的泰国代表团多达 24 个。［32］

与改善对华关系相呼应，泰国对华侨的看法和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1955 年 4 月 28 日，亲政府的《曼谷论坛报》专门就中印（尼）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发

表社论，同时高度评价泰国华侨，赞扬他们为泰国商业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还说他们愿与当地

人同甘共苦，更将聪明才智奉献于斯，因而令泰人倍感荣幸。7 月 15 日，銮披汶在新闻发布会上正

式宣布：政府将尽可能给予华侨与泰国国民几乎同等的权利，鼓励华侨同化，并减少外侨随身证例

费。在施坚雅看来，这开启了泰国华侨待遇的一个新时代。压制华侨的做法被摒弃了，而赞成华侨

同化的政策得以复苏。10 月 19 日，銮披汶指令有关机构尽可能向外侨提供方便。他强调这些机构不

仅要公正对待泰国人民，也要对外侨一视同仁，而不能让人觉得有所差别。［33］

在此背景下，泰国政府就外侨随身证例费做出重大调整：一是规定六类外侨可申请免缴，如年

龄不满 15 岁未能自立谋生者，60 岁以上的高龄丧失劳动力者，外侨中的寡妇、病患等；二是把随身

证例费从 400 铢减为 200 铢，并在相当宽松的条件下放弃征收逾期未缴的例费。这些做法照顾了缺乏

谋生能力和有实际困难的部分华侨，颇得好评。［34］在华侨入籍和华人公民权方面，这一时期泰国的

政策也明显放松了。1956 年，泰国重新修订《国籍法》放宽入籍限制。比如该法规定：任何在泰国

出生的人，自动取得泰国籍；自申请入籍之日起，曾在泰国连续居住五年以上者，即可申请加入泰

籍；对泰国有特殊贡献者，可获优先入籍的待遇等。与放宽入籍限制相配合，1956 年颁布的《公民

权法令》也规定，凡是在泰国出生的任何人都自动成为泰国公民；凡连续在泰国居住五年以上的外

侨，都可申请归化；成为泰国公民后，可平等享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权利等。［35］

泰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新姿态很快引起美国人的警觉。1955 年 6 月，国务院有关官员即已注意到，

自万隆会议以来，泰国企图在国际政治中脚踏两只船。［36］国务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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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提醒銮披汶：“为了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邪恶势力，有必要维持一种强大有力的、积极的反共精

神。”［37］1956 年 6 月，泰国解除对中国的非战略物资禁运后，美国又“深表遗憾”并告诫泰国说：跟

共产党做生意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38］面对美国施压，泰国一方面不断保证它将

坚守亲西方立场，既不会向左转，也不会滑向中立主义；另一方面则强调泰国需要更多的援助。泰国

人报怨说，一些中立主义国家和亲共产党国家从美国方面获得的援助甚至比美国盟友还要多。［39］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泰美双方此番交涉的实质。就泰国而言，适度缓和对华关系既是为了获得贸

易上的好处，也是未雨绸缪，防止自己落后于亚洲形势的发展。而表现出一定的中立主义倾向则可

以在援助问题上“要挟”美国。就美国来说，泰中关系的缓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美国又不能通

过强制手段迫使泰国就范，于是“耐心劝说”便成为美国的主要应对方式。劝说的办法，一是恶意

揣度中国的外交政策，说中国与泰国交往别有用心；二是宣称泰中关系缓和会对泰国国内形势，特

别是对泰国华侨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三是吹嘘美国援助的可靠性和真实性。［40］从最后结果来看，美

国的劝说起到了一定作用。銮披汶政府始终没有碰触亲美反共这条底线，而泰中关系的发展也并未

出现实质性突破。这反映到华侨政策领域亦是如此。在这段时间内，华侨待遇虽有提升，但反共的

幽灵始终萦绕着华侨问题。比如在举办华侨学校方面，泰国政府一度表现出重新考虑的意愿。1955

年年中，当局召集华校校长、民校局局长以及中华总商会主席等人讨论复办华侨中学问题。6 月 4 日，

泰国外长旺亲王又谈到开办华文中学的障碍，主要就是如何防范共产党分子或左倾分子利用华校作

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场所。他认为只要警方管制有力，其他则不成问题。11 月，教育部还表示有

必要让华侨学校开办高级华文班。然而到最后，这些提议均不了了之，这一时期泰国对华校的政策

并未出现重大变化。［41］

到 1957 年年中，美国眼里的泰国局势在不断恶化。“共产党在泰国的宣传攻势稳步推进，颠覆

和渗透活动不断增强，这在泰国庞大的华侨社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42］而另一方面，那些反美以

及反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文章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刊登。这一切都让美国人十分担忧。然而，

面对汹涌的左倾浪潮和高涨的反美情绪，銮披汶政府却束手无策。此时泰国军人集团的权力斗争进

入白热化阶段，乃沙立的势力如日中天，銮披汶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43］

四、乃沙立政变与泰国华侨政策的逆转

1957 年 9 月 17 日，乃沙立发动政变，推翻了銮披汶政府。他夺权的理由是銮披汶选举舞弊，导

致社会动荡。而乃沙立为自己营造的公众形象，则是廉洁选举以及公平政府的无私捍卫者。政变发

生后，社会各阶层普遍期待他能带给泰国更加开放、民主的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乃沙立尽管

在骨子里倾向独裁、厌恶民主，但在掌权初期还不敢贸然废弃前任政府的民主化改革。［44］这就使得

政变后一个时期内，泰国的民主气氛更趋活跃，各派政治力量能够自由发展。在舆论界，反对追随

美国，主张泰国走和平中立道路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不过，乃沙立对于缓和泰中关系没有兴趣。在銮披汶时代，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对华接触活动。

在周边关系上，乃沙立全力支持他的表亲老挝右派领导人富米·诺萨万（Phoumi Nosavan），而富米

的对手北越正是中国的盟友。从这一立场出发，乃沙立敌视中国，并在政变成功后停止了与中国的

一切官方联系。乃沙立对美国的态度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政变前，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的助

手和党徒曾积极投身反美活动，甚至他本人也公开抨击过美国。［45］在他自己的政党里还有不少中左

派人士。但政变上台后，乃沙立很快认识到美国援助的重要性，并开始在各种场合强调自己的亲美

反共立场。然而，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他又不想完全切断与中左势力的联系。这就使得美国对他的

反共意志深表怀疑。

为了把泰国继续束缚在自己的反共战车上，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而援助就是其最大的筹码。

政变后不久，美国驻泰国大使马克斯·毕晓普（Max Bishop）面见新总理朴·沙拉信（Pote Sar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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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当局镇压“不负责任的、挑衅的”反美宣传。但沙拉信表示，泰国的新闻媒体是自由的，就像

在美国一样。［46］10 月下旬，国务院授权毕晓普提醒泰国领导人，如果他们“反对自由世界所追求

的目标或者对共产主义的危险视而不见，那就不能把美国的援助看成是理所当然的”。［47］1958 年春

夏，乃沙立在美治病期间，多次拜会美国政要，恳求美国增加对泰国的援助。美国则乘此机会直接

向其本人施压。美方尤其提到泰国一些报纸“恶意曲解”美国援助的意图，希望乃沙立出面制止。

乃沙立一方面强调他是坚决反共的，只要有他在，“决不会让共产党得逞”；另一方面又表示泰国的

反美报纸并不受他的控制，他愿意采取行动，但不会诉诸武力。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立刻反驳说：“即便在发达国家，负责任的领导人也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把事实真相

摆在人民面前。”［48］由于乃沙立模棱两可的态度，美国拒绝提供任何额外的援助，任由他空手而归。

美国新任驻泰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也准备与泰国领导人进行“一次长谈”，告

诉对方“如果泰国想要改变它在美国援助计划中的优先级别，需要做出哪些决定”，而“变化的主动

权就掌握在泰国手里”。［49］

很明显，美国希望乃沙立在反共问题上做出决断。与此同时，泰国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危及

到乃沙立自身的地位。不断壮大的中左派势力不仅猛烈抨击美国，而且迫使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软化

立场，甚至于不得不考虑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橡胶。在 1958 年 3 月的一次议会补选中，乃沙立的国

家社会党只得到 9 票，而在野的民主党却赢得 13 票之多。形势的发展让乃沙立难以忍受。［50］1958

年 10 月 20 日，他以“抵制共产党威胁”为名发动第二次政变，宣布废除宪法、解散国会、禁止一

切政党，同时在全国实行戒严。随后，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封闭进步报刊。这次

政变明显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美国不方便公开赞扬乃沙立的独裁专制，但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表达

对他的支持。12 月 22 日，美国驻泰国大使当面通知乃沙立，美国已决定向泰国额外提供 2000 万美

元的无偿赠款以及数千万美元的贷款援助，以支持泰国经济发展。听到这个消息，乃沙立激动得要

起身拥抱美国大使。［51］

泰中关系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继停止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后，乃沙立又于 1959 年下令禁止同中

国的一切贸易关系。1961 年，泰国还伙同马来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所谓“西藏问题”提案，对中

国进行大肆攻击和污蔑。与此同步，乃沙立政府对华侨的看法又回复到泰国政府之前怀疑和猜忌的

老路。1958 年 5 月，乃沙立还在美国时，就曾对美方表示：三四百万华侨是威胁泰国稳定的一大根

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忠诚于北京。［52］二次政变发生后，即将回国出任外长的他纳·科曼（Thanat 

Khoman）也对美国官员说：泰国 300 万华侨让他深感忧虑，因为中共一旦进攻泰国，这些华侨就会

立刻投向对方。他还说对付华裔少数民族是泰国最大的问题之一。［53］这决非纸上谈兵，而是剑及履

及。政变后泰国立即对华侨展开新一轮迫害。

在短短十几天内，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的华侨就达 22 人。从政变到 1959 年 8 月，至少有

四十多名华侨被逮捕。他们有的被污蔑为潜入国境打探消息，有的被指藏有入党申请书和“训练共

产党员的课本”。长城书局负责人马烈三之所以被捕，竟是因为他藏了印有长江大桥图样的信封。［54］

在证据尚未充分的情况下，乃沙立还公开处决了 5 名“纵火嫌疑犯”。这 5 人无一例外都是华人。有

学者认为，乃沙立此举是为了讨好那些敌视华人的泰国民众。［55］乃沙立还取缔了所有左派报纸，

不管是中文的还是泰文的，对其他中文报纸也进行严格审查，专栏作者和报刊编辑都不允许报道

中国。［56］警察总部通令搜查各府每一间华校，拘捕所谓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华校负责人。为了控制

和监视华校，教育部要求它们使用政府指定的课本，并设立“学监”进行监督。政变当局还制定了

所谓“防范共产党渗透倾复计划”，要求绝对禁止中国公民进入泰国作长期或短时居留。对于国内华

侨，则宣布取消 1955 年公布施行的准予六类外侨免缴随身证例费的规定。A华侨经济亦是打击的重

A 仅对年满 60 周岁的老人继续豁免随身证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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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政变次日，当局即下令解散华侨 3 个商业公会。1959 年 1 月又发布命令，规定十类职业有雇佣

工人 10 名以上者，应雇佣 50% 的泰人。当年 7 月，政府还着手制定管制外侨职业条例，扩大保留职

业范围和修改国籍法，以加强对华侨职业的限制。［57］

对于二次政变后泰国实施的一系列强化控制措施，美国相当满意。在美国人眼中，泰国的不安

定因素大大减少了，不负责任的媒体被驯服，极端左派分子不是被关就是被禁言。美国还认为，乃

沙立虽然废除宪法，在全国实施某种程度的戒严，但泰国还算不上一个警察国家，而乃沙立的内阁

几乎是泰国历史上最稳定的。［58］美国对乃沙立排华政策的效果也比较认可。1961 年 5 月，驻泰国使

馆向国务院报告说：“泰国庞大的华侨人口虽然仍是一个问题，但使馆认为目前的形势是二战结束以

来最好的；积极反共的泰国政府禁止同红色中国开展贸易，镇压华侨社区的共产党宣传，严格控制

华侨学校，大力改善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而富有成效的同化政策也使这一问题降温。”［59］

五、结语

综上所论，二战后泰国之所以倒向西方阵营，并非缘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基于对

现实利益的精心计算。而美国始终以援助为手段，诱使泰国充当其反共马前卒。二者之间是一种典

型的相互利用关系。尽管泰国领导人也承认，该国面临的所谓共产党威胁并不严重，但为了向美国

人表明决心，当局还是发起了一系列反共行动。旅居泰国的华侨不幸沦为这些行动的重要目标。在

这一点上，泰国的内政与外交实现了某种怪异的结合：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华侨。由此人们可以清

楚看到，泰国政府是如何刻意利用亚洲冷战形势以满足其国内政治需求的。如前所述，泰国以美国

为靠山，拒绝同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使中国政府难以通过外交渠道维护泰国华侨的利益；而

与泰国保持“官方”联系的台湾当局又因实力衰弱，亦不能对华侨提供任何有效的保护。从美国的

角度来说，銮披汶与乃沙立掀起的排华风暴，虽然不尽符合其对东南亚华侨的一般政策，但泰国坚

定的反共立场却足以超越一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泰国无端指责华侨为中国的“第五纵队”，随心

所欲地打击和排斥他们。

然而，亚洲冷战毕竟是外部因素，泰国华侨政策终究还是要受其国内政治主导。激进的排华措

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泰国狭隘民族主义的诉求，但它并不符合泰国的根本利益。于是我们看

到，在乃沙立时代后期，泰国的华侨政策便已开始向温和同化的传统立场回归。这可以从一份制定

于 1965 年的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得到证明。这份文件警告说，对当地华侨华人采取压制性政

策，“只会导致动乱、怨恨和国家内部的摩擦”。要鼓励所有政府部门想方设法把当地华人转化为忠诚

的泰国公民。为此，政府应该公正对待那些忠于泰国的华人，给予他们同等的权利，表彰他们当中

为泰国作出贡献的人；要大大减少中国移民的数量，确保那些已经归化的华侨放弃其原有公民身份；

要悄悄鼓励种族通婚，并采取措施降低华人出生率；同时还要加强对华侨学校的控制，阻止中国政

府对泰国华侨施加影响；至于那些仍旧保持外侨身份的华人，则要严加限制他们的活动。［60］总之，

这份文件的原则精神，就是要尽可能使用温和手段同化泰国华人。此后，这种温和政策一直延续下

来，促成了泰华两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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